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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的相关性研究 

——基于广东、湖南 365 名农民工的问卷调查 

陈利君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教育科学系，湖南 长沙 410205) 

摘 要：为调查农民工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的关系，采用问卷法收集 365名农民工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结

果表明：农民工的 SCL-90 总分、阳性项目数和各因子分均高于国内常模，60.82%的农民工检出轻度或中度以上

心理问题，农民工倾向于采用理性、积极的方式解决问题；中度以上心理问题检出组与轻度心理问题检出组在多

个消极应对项目上得分显著高于正常组；消极应对可以有效预测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积极应对与心理健康关系

并不显著。因此，改变农民工的消极应对方式是改善其心理健康水平的一条有效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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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elation between migrant workers’ coping styles and mental health: 
Based on 365 questionnaires of migrant workers from Guangdong and Hunan 

CHEN Li-jun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Sciences, Hunan Fir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205, China) 

Abstract: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igrant workers’ mental health and coping styles, 365 
questionnaires of migrant workers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 the score of SCL-90 test, positive items and 
score of each factor of migrant workers were significant higher than China norm, and 60.82% migrant workers had mild 
or moderate above psychological problems, and migrant workers tended to adopt a rational, active way to solve the 
problem. b) moderate mental problem detection group and mild mental problem detection group got higher scores in 
negative coping items than normal psychological group. c) The negative coping style could effectively predict migrant 
workers’ mental health, whi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ositive coping style and mental health was not significant. 
Hence, this paper drew a conclusion that negative coping style could effectively predict migrant workers’ ment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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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10 年为止， 我国进城农民工①数量达到

2.3亿。[1]蒋善[2]、林秋红[3]、钱胜[4]、孙崇勇[5]等人

分别对重庆、广州、河南、东北等地区的外来农民

工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研究，均发现农民工的心理

健康状态低于全国正常人均水平，心理问题的检出

率较高。但研究者对于引起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低

下的原因的探讨却非常匮乏。 
作为城市里的弱势群体，农民工在工作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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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必然或多或少地遭遇各种挫折与困难，而处于应

激状态。应激是由紧张刺激引起的，伴有躯体机能

以及心理活动改变的一种身心的紧张状态。应对方

式是个体为了处理被自己评价为超出自己能力资

源范围的特定内外环境要求，而做出的不断变化的

认知和行为努力，它是应激与心理健康的中介机

制，对人的身心健康起着调节作用。Andrews[6]发现，

个体在高应激状态下，若缺乏支持和良好的应对方

式，则心理损害的危险度可达 43.3%，为普通人群
危险度的两倍以上。Vitaliano[7]发现良好的应对方

式有助于维持心理平衡，保护心理健康；反之，不

良的应对方式不仅不能缓解压力，反而会加重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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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负面影响，影响心理健康。徐虹[8]研究发现心理

健康与应对方式显著相关，尤其是应对方式与抑郁

显著相关，即抑郁越重，其应对方式越趋于不成熟

性，应对方式对心理健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朱小

茼[9]的研究表明：越采取积极应对方式，被试心理

健康状况越好；反之，越采取消极应对方式，被试

心理健康状况越差。可见，应对方式是影响农民工

心理健康水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子。为此，本研

究拟以农民工为对象，探讨应对方式对农民工心理

健康水平的影响，并据此得出相应启示。 

一、农民工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的评测 

研究者于 2012年 5－8月深入广东与湖南两省
农民工聚集的工厂、工棚及再就业培训班，采用整

群抽样的方法进行调查。通过走进工厂车间与工人

宿舍，利用农民工午餐、开会聚集或放假休息的机

会，阐明研究目的，发放调查问题。共调查农民工

450 名，其职业分布覆盖建筑、制造、运输、服务
等行业，回收有效问卷 365份。其中男 201人，女
164人；未婚 71人，已婚 289人，离异及丧偶 5人；
90后 38人，80后 110人，70后 144人，60后 73
人；小学及以下学历 23 人，初中学历 181 人，高
中及以上学历 161人；在广东打工者 212人，在湖
南打工者 153人。 
应对方式采用解亚宁等编制的“简易应对方式

问卷”。[10]该问卷包括 20 个条目：1.通过工作学习
或一些其他活动解脱；2.与人交谈，倾诉内心烦恼；
3.尽量看到事物好的一面；4.改变自己的想法，重
新发现生活中什么重要；5.不把问题看得太严重；
6.坚持自己的立场，为自己想得到的斗争；7.找出
几种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方法；8.向亲戚朋友或同学
寻求建议；9.改变原来的一些做法或自己的一些问
题；10.借鉴他人处理类似困难情景的办法；11.寻
求业余爱好，积极参加文体活动；12.尽量克制自己
的失望、悔恨、悲伤和愤怒；13.试图休息或休假，
暂时把问题(烦恼)抛开；14.通过吸烟、喝酒、服药
和吃东西来解除烦恼；15.认为时间会改变现状，唯
一要做的便是等待；16.试图忘记整个事情；17.依
靠别人解决问题；18.接受现实，因为没有其他办法；
19.幻想可能会发生某种奇迹改变现状；20.自己安

慰自己。其中条目 1-12属于积极应对维度，重点反
映积极应对的特点；条目 13-20属于消极应对维度，
重点反映消极应对的特点。每个条目都是 4级评分，
由受测者根据自己在遇到困难时可能采取的态度

和做法逐条进行评分。 
心理健康采用症状自评量表。②[11]此表包括 90

个项目，共 9个分量表，即躯体化、强迫症状、人
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和精

神病性，分为 5级评分，1=从无，2=轻度，3=中度，
4=相当重，5=严重。以总分作为衡量身心健康水平
的指标，以各因子分了解症状分布特点。量表中没

有回答的项目记为“没有”，但如有 5个以上项目未
答，则该问卷视为无效而不进行分析。总分低于 95
分的问卷意味着回答缺乏可靠性也弃置不用。 
与常模进行比较发现，农民工的 SCL-90 总分

(90 个项目单项分相加之和，能反映其病情严重程
度)、阳性项目数(单项分≥2的项目数，表示受检者
在多少项目上呈有“病状”)和各因子分(每一因子反
映受检者某一方面的情况，因而通过因子分可以了

解受检者的症状分布特点)均高于国内常模。经统计
学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见表 1。结果表
明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水平远低于国内人均水平，在

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

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等因子分上均显著高

于国内人均水平。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水平堪忧。 

表 1 农民工与常模 SCL-90 各统计指标比较的结果

( x s± ) 

 农民工组 
n=365 

中国成人常模组 
N=1388 

t P 

总分 150.48±46.92 129.96±38.76 8.36** 0.000

阳性项目数 36.87±21.38 24.92±18.41 10.68** 0.000

躯体化 1.54±0.55 1.37±0.48 5.95** 0.000

强迫 1.90±0.63 1.62±0.58 8.56** 0.000

人际关系敏感 1.75±0.66 1.65±0.51 2.93** 0.004

抑郁 1.70±0.62 1.50±0.59 6.21** 0.000

焦虑 1.60±0.57 1.39±0.43 7.04** 0.000

敌对 1.73±0.70 1.48±0.56 6.65** 0.000

恐怖 1.55±0.98 1.23±0.41 6.16** 0.000

偏执 1.65±0.58 1.43±0.57 7.21** 0.000

精神病性 1.59±0.57 1.29±0.42 10.01** 0.000

注：**表示＜0.01的水平，t检验具有统计学差异。P<0.01，表明各
指标差异非常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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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分析发现，农民工积极应对方式得分为

(1.76±0.43)分，消极应对方式得分为(1.07±0.51)分。

根据农民工选择各应对方式的频度及均值大小，排

在前5位的依次是：C3尽量看到事物好的一面；C7

找出几种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方法；C20自己安慰自

己；C6坚持自己的立场，为自己想得到的斗争；C8

向亲戚朋友或同学寻求建议。最少采用的3种方式

依次是：C14通过吸烟、喝酒、服药和吃东西来解

除烦恼；C17依靠别人解决问题；C15认为时间会改

变现状，唯一要做的便是等待。除C20以外，其他

四种常用的应对方式都属于积极应对方式，而最少

采用的3种应对方式都属于消极应对方式，说明农

民工在遇到挫折或困难时大多倾向于积极应对，而

不愿意选择消极应对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农

民工基本具有理性应对挫折的能力。 

二、不同心理健康水平农民工的应对方

式分析 

根据被试在SCL-90的9个因子的均分进行心理

健康水平分组，9个因子均分都在 2分以下即评定为

正常组，至少 1个因子均分在 2分以上 3分以下，

且无因子分在 3 分以上即评定为轻度心理问题检出

组，至少 1 个因子均分在 3 分以上即评定为中度以

上心理问题检出组。分组发现，有中度以上心理问

题的农民工占 14.25%，有轻度心理问题的农民工占

46.57%，只有 39.18%的个体属于心理健康水平。这

说明有 60.82%的农民工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 

比较不同心理健康水平的农民工的应对方式

发现，其在积极应对上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在消极

应对上存在显著差异(表 2)。多重比较发现，三个心

理健康水平组农民工的消极应对分随着心理问题

的加重而逐渐提高。这表明，心理问题越严重的农

民工越倾向、越高频率采用消极应对方式，心理健

康水平较高的农民工则较少采用消极应对方式。 

表 2 不同心理健康水平农民工的应对方式比较( x s± ) 

 
中度以上心理

问题检出组
(n=52) 

轻度心理 
问题检出组 

(n=170) 

正常组 
(n=143) 

F P LSD

积极

应对
21.42±5.58 21.53±4.75 20.57±5.49 1.43 0.240 - 

消极

应对
10.60±4.65  8.60±3.57  6.87±4.02 18.93** 0.000

1＞2
＞3

注：**表示＜0.01的水平；1代表中度以上心理问题检出组，2代表
轻度心理问题检出组，3代表正常组 

进一步比较三组不同心理健康水平的被试在

消极应对维度的 8 个项目上的反应，结果如表 3。

三组被试在消极应对维度的 8个项目的反应均存在

显著差异。多重比较表明，中度以上心理问题检出

组在 C13-20 全部 8 个消极反应项目上得分都显著

高于正常组，轻度心理问题检出组在 C16、C17、

C19、C20 等四个消极反应项目上得分显著高于正

常组。对不同心理健康水平农民工在消极应对项目

上的比较再次印证：心理健康水平越低下的农民

工，越倾向于采用各种消极应对方式应对工作与生

活中的困难与挫折。 

表 3 不同心理健康水平农民工在消极应对项目的比较( x s± ) 

 
中度以上心理问题

检出组(n=52) 
轻度心理问题检出组

(n=170) 
正常组 
(n=143) 

F P LSD 

C13试图休息或休假，暂时把问题抛开 1.65±1.12 1.33±1.01 1.17±0.89 4.56* 0.011 1＞2、3

C14通过吸烟、喝酒、服药和吃东西来解除烦恼 0.81±1.12 0.58±0.90 0.44±0.77 3.30* 0.038 1＞3 

C15认为时间会改变现状，唯一要做的便是等待 1.04±1.01 0.76±0.87 0.66±0.85 3.42* 0.034 1＞3 

C16试图忘记整个事情 1.27±0.93 1.00±0.89 0.74±0.83 7.81** 0.000 1、2＞3

C17依靠别人解决问题 0.73±0.93 0.69±0.84 0.45±0.72 4.01* 0.019 1、2＞3

C18接受现实，因为没有其他办法 1.73±1.09 1.40±0.97 1.22±1.04 4.87* 0.008 1＞2、3

C19幻想自己可能会发生某种奇迹改变现状 1.29±1.07 0.79±0.92 0.57±0.77 12.58** 0.000 1＞2＞3

C20自己安慰自己 2.08±1.04 2.05±0.93 1.60±0.99 9.35** 0.000 1、2＞3

注：*表示＜0.05的水平，**表示＜0.01的水平；1代表中度以上心理问题检出组，2代表轻度心理问题检出组，3代表正常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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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民工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的相关

及回归分析 

采用相关法分析农民工的应对方式与心理健

康的关系，结果如表 4。消极应对与心理健康各因

子呈显著正相关；除强迫因子外，积极应对与心理

健康各因子、阳性项目数及 SCL-90 的总分相关都

不显著，虽然积极应对与强迫因子达到相关的显著

性程度，但相关的值偏低。 

表 4 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的相关(n=365) 

 
阳性 
项目数 

躯体化 强迫 
人际关系

敏感 
抑郁 焦虑 敌对 恐怖 偏执 精神病性 其他 总分 

积极应对 0.033 -0.016 0.124* 0.042 0.051 0.055 0.002 0.021 0.037 0.043 0.076 0.051

消极应对 0.384** 0.362** 0.386** 0.380** 0.412** 0.420** 0.293** 0.200** 0.342** 0.399** 0.301** 0.435**

注：*表示＜0.05的水平，**表示＜0.01的水平 

以消极应对与积极应对为预测变量，以 SCL-90

总分作为反映心理健康的指标为因变量，采用向后

筛选策略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5。模型 1 中，

积极应对的回归系数显著性检验不显著，剔除积极

应对因子，只留下消极应对因子进入模型 2，回归

方程为：心理健康总分=109.70+4.97*消极应对，消

极应对能够解释心理健康 19%的变异。 

表 5 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的回归分析 

模型 因变量 预测变量 B t R R2 F 

1 心理健康总分 常数 110.58 11.17**    

  消极应对 4.98 9.12** 0.435 0.19 42.17**

  积极应对 -0.05 -0.10     

2 心理健康总分 常数 109.70 22.13**    

  消极应对 4.97 22.13** 0.435 0.19 84.56**

注：**表示＜0.01的水平 

综上，相关与回归分析均表明，农民工的积极

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并不密切，积极应对方

式不能有效预测个体的心理健康程度；农民工的消

极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的联系密切，农民工的消极

应对方式应用的程度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预测其

心理健康水平。 

四、研究结论及其启示 

调查结果表明农民工的心理健康状况低于一

般群体，这与以往研究结果相似。[12-14]中度心理问

题检出率为 14.25%，低于重庆市农民工心理问题检

出率 21.87%。 [2]处于健康水平的农民工仅占

39.18%，有 60.82%的农民工检出轻度或中度以上心

理问题，即有一半以上的农民工处于心理的亚健康

状态，这种现状应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与重视。 

农民工在应对中最常采用的 5 种方式是：C3

尽量看到事物好的一面；C7找出几种不同的解决问

题的方法；C20自己安慰自己；C6坚持自己的立场，

为自己想得到的斗争；C8向亲戚朋友或同学寻求建

议；最少采用的 3种方式是：C14通过吸烟、喝酒、

服药和吃东西来解除烦恼；C17依靠别人解决问题；

C15认为时间会改变现状，唯一要做的便是等待。

农民工在面对应激源大多倾向于采取斗争应对的

方式，而较少采取预防应对的方式，前者是打败应

激源的方式，后者是防止应激源出现的方式，很明

显斗争应对的方式更为积极，更能理性解决问题。

总体来说，农民工倾向于采用理性、积极的方式解

决问题。 

研究发现，在农民工群体中，消极应对与心理

健康关系密切，心理问题越严重的个体消极应对的

分数越高，消极应对可以有效预测心理健康水平，

积极应对与心理健康关系并不显著，这与以往同类

研究结果不尽相同。[8-9,15-17]赵锡铭、吴素梅、胡军

生、徐虹、朱小筒等人的研究均认为积极应对可正

向预测心理健康，消极应对可负向预测心理健康。

这些研究与本次研究都认为消极应对可负向预测

心理健康，这是相同点，也可以说是一个被多次印

证的定论。中度以上心理问题检出组在全部 8个消

极反应项目上得分都显著高于正常组，轻度心理问

题检出组在 C16、C17、C19、C20等四个消极反应

项目上得分显著高于正常组，显示消极应对方式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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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关系非常密切。 

积极应对可正向预测心理健康的结论并没有

出现在本次研究中。究其原因，其一，本次研究的

对象是农民工，不同于上述学者研究的学生、教师、

公务员群体，农民工的生活背景是远区别于这些社

会主流人群的。他们生活在城市最底层，工作最辛

苦，但生活、医疗、子女教育、养老，甚至工资都

得不到保障。虽然他们倾向于采用理性、积极的方

式解决问题，但在面对应激源时能够调动的社会资

源是非常有限的，积极应对不一定能带来理想的效

果，而消极应对方式可能带来暂时的心理满足。肖

蓉[18]等人对驻守偏远海岛的驻岛礁军人研究与本

研究结果近似，积极应对方式对心理健康影响较

小，这似乎印证在恶劣环境中，积极应对方式不如

消极应对方式对心理健康影响大。笔者并不认为积

极应对与心理健康无关，而是因为现实的无能为力

让农民工无法获得资源解决问题，农民工无法在实

际上用积极应对解决问题，只能转而寻求消极应对

方式，使消极应对在人的心理生活中占据更重要的

地位，更深重地影响心理健康。其二，孟沛欣[19]

等人认为应对对健康结果的影响可能有三种方式：

一是直接效应，即应对直接影响健康结果；二是间

接效应，即应对通过其他变量而对健康结果产生影

响；三是缓冲效应，即应对本身对健康结果不直接

产生影响，它只是减轻或缓冲应激对健康带来的消

极影响。农民工的消极应对对心理健康的预测效应

即属于直接效应，积极应对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属于

间接效应或缓冲效应。姚桂英[20]等人研究发现，解

决问题作为一种积极应对方式不直接影响心理健

康，而是通过自尊因子对心理健康产生影响。所以，

积极应对并不能有效预测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至

于农民工的积极应对通过哪些中介变量对心理健

康起作用，是下阶段研究的重点。 

鉴于消极应对越多，心理健康水平越低，因此，

改变农民工的消极应对方式是改善其心理健康水

平的一条有效渠道。农民工聚集的工厂、企业等单

位可以组织一些心理讲座，用团体心理辅导等方式

帮助农民工改变消极应对挫折的方式。 

研究还显示，积极应对并不能提高农民工的心

理健康水平。这可能是由于农民工并不能获得有效

资源解决自己面临的各种困难，因此虽然其思想上

认为应采用积极方式解决问题，但实际上可能并未

能采用积极方式应对困难。这表明，社会应大力健

全农民工的权益保障机构，在其遇到困难或挫折时

应提供及时、有效的帮助，使农民工不仅在思想上，

而且也在行动上采取积极应对方式解决问题，这才

是改善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的根本途径。 

注释： 

① 本文所界定的农民工为：在现行户籍制度下，户籍在农

村，在农闲或一定时期内暂时停留在城市，以谋生营利

为主要目的，从事社会经济活动的暂住人口。 

② SCL-90 是已标准化了的症状自评量表，包含内容广泛，

是应用较多的一种心理卫生综合量表，国内外常用来评

价包括军人、学生等不同职业人群的心理健康状况。该

量表的评定结果具有较高的真实性，能较好地反映被试

者的自觉症状和严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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